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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经验主义的媒介效果研究

———媒介研究的范式争论再反思

曹　洵　禹　夏

摘　要：从介绍托德·吉特林 《媒介社会学：主导范式》一文开始，展现了传播学界围绕拉扎斯菲尔

德为代表的媒介有限效果研究而引发的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的范式之争。通过展现不同立场学者的争论与

探讨，解读这场论争的主要议题以及理由，分析其中有助于跨越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之间的分野的学术共

识，为寻找超越经验主义的媒介效果研究范式，进行积极探索与有益思考，也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解读的多

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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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限效果研究”的缺陷和局限：来自批判学派的声音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保罗·拉扎斯菲尔德 （Ｐａｕｌ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为代表的 “有限效果研究”提出了基于

个人影响的 “两级传播”、“意见领袖”等理论，不仅在哥伦比亚学派的学术成果中占据重要位置，后

来更是发展为兴盛一时的传播学领域主导范式。这引发了其他学者们的担忧和反思。围绕 “拉扎斯菲

尔德”、“有限效果论”及其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学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对话和论争。自从 １９７８年美
国媒介社会学学者托德·吉特林 （ＴｏｄｄＧｉｔｌｉｎ）发表 《媒介社会学：主导范式》一文 “炮轰”拉扎斯菲

尔德及经验主义取向的媒介效果研究之后，诸多学者群起响应。文化研究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

（１９８２）在 《意识形态的重发现：媒介研究中的压制回归》一文中指出，“社会与政治权力的问题，以

及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的问题，完全没有出现在 ２０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学科的主流传统中”［１］。文化及
思想史学家丹尼尔·切特洛姆将 “主导范式”定义为强调说服及短期行为效果，从而罔顾强调 “社会

组织如何操纵媒介信息传递过程”以及 “传播与宏观社会秩序之关系”的研究传统。詹姆斯·凯瑞

（１９８２）对于客观主义社会科学在美国媒介研究领域的盛行，也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２］芝加哥学派抨
击哥伦比亚学派的 “心理学和实证主义偏见”；法兰克福学派不认可 “受众的好恶会影响人们对文化工

业的理解”；英国的文化研究也认为 “通过询问受众如何使用媒介来界定媒介的功能是无稽之

谈”。［２］（１１）各种批评之声集中在 “有限效果论” “贬低”了媒介的说服效果，有为媒介所有者开脱责任

的嫌疑；行政型研究的取向遮蔽了媒介制度的权力问题等。

在这些批判的声音中，托德·吉特林的 《媒介社会学：主导范式》极具代表性，集中了对有限效

果研究的批评意见。在进入这场论争之前，我们简要介绍该文观点，以更好地解读这场学术论争的实

质及其对传播学科发展的意义。

该文主要针对拉扎斯菲尔德的代表作 《人际影响：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以下简称 《人际影

响》），分两大部分论述了 “有限效果论”如何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之后成为传播学主导范式的过程，批
评了该范式的种种局限和缺陷。第一部分 《主导的范式及其缺陷》论述了评价大众媒介效果的 “方法

标准”是如何源自 《人际影响》的。作者认为， “人际影响”理论根植于行为主义之上，所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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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只是表面的、短期的、可测量的、不连贯的行为 “效果”而已。［３］这样的出发点导致了该理论

的假设体系中，存在将人际与大众传媒的影响效果等同、将购物与选举等同，忽视 “影响力”的结构

性特征、态度改变归因狭隘、意见领袖界定不合理等缺陷。不仅如此，由于上述局限性，该理论在研

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假设与适用范围等都存在缺陷与矛盾。因该范式的主导地位，更深刻的影响

在于导致了传播学研究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建构。他说，经验主义研究对媒介使用行为某些细枝末节的

描述，可能对广告商有用，但对发展有关大众媒介社会意义的理论并无作用，而更抽象层次的理论建

构，在 “媒介研究的历史中，也是必不可少的”。［３］（２２１）

第二部分 《范式的根基》则从历史事实中追根溯源，剖析有限效果研究是如何成为融 “行政视角”

和 “市场取向”的工具性研究，如何发展成 “主导范式”的。一战后的美国，崇尚民主的社会民主主

义成为政治共识，同时市场经济发展迅速，两者在 “民主”立场上 “不谋而合”：商品消费的 “自由”

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政治权利的自由，民主政治成为商品系统的副产品。社会民主与消费主义的结合，

成为媒介研究范式的意识形态框架，“镶嵌入拉扎斯菲尔德的理论构思中”。［３］（２４２）因而，媒介效果研究

一方面从体制的指挥台出发，旨在增强或改善各社会控制部门的功能。“这种研究赞同大众媒介影响可

被预测的模式，在行政性研究的语境下，这只能是使媒介管理者可以预测大众媒介的效果，或者说，

为媒介管理者预测效果。”［３］（２２５）另一方面，媒介研究回应了正在蓬勃发展的广播电视业、广告业、营销

业的需要，所考虑的问题是管理者或广告商所关心的；调查对象同时也是广告商的潜在顾客———家庭

主妇；问卷设计也只关心 “如何”的问题，使很多重要论题被屏蔽于研究视野之外。该研究 “根本不

关心对大众媒介进行的研究能否以及在何种情形下会给社会带来好处。不关心媒介的不同体制模式给

社会结构与文化带来的影响……不能建构一种生动的政治话语”。［３］（２３７）显然，吉特林认为，媒介研究的

目标在于为全社会而非某一利益集团服务。像媒介体制对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影响、媒介历史发展与社

会建构、媒介与政治协商等，才是媒介社会学更应关注的问题。

二、对 “媒介效果”研究的论争

吉特林的文章不乏精辟中肯之处，但也引发持不同立场学者的反驳。作为拉扎斯菲尔德的得意门

生，《人际影响》的合作者卡茨，多次撰文回应各种批评，阐释其师的研究思想。这些文章包括 《拉扎

斯菲尔德之后的传播研究》（１９８７）、《拉扎斯菲尔德媒介效果的地图》（２００１）、《真实故事》（２００６）
等。卡茨说，拉氏大部分的研究，包括其对媒介功能及效果的理解，都远不止于意见和态度的短期改

变；而且，他关于媒介 “强化”的概念与批判理论的观点紧密联系。卡茨呼吁重读拉扎斯菲尔德与默

顿在１９４８年合作的文章 《大众传播、流行品位与组织化社会行为》 （以下简称为 《大众传播》），称

该文体现拉氏等人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学术视野，是具里程碑意义的 “经典文本”（ａｃａｎｏｎｉｃｔｅｘｔ）。西蒙
森与韦曼 （２００３）、潘忠党 （２００３）等学者也曾撰文试图重估有限效果理论的学术价值。

下面，我们综合多位学者对 《大众传播》一文及拉氏其他作品的解读，将批评与回应的观点对应

起来加以阐述。

（一）论争之一：如何全面认识 “有限效果论”？

吉特林等批评者认为，“大众媒介对公众舆论的形成毫无影响力”的结论，似乎过分地弱化大众传

媒影响力，有为媒介所有者开脱责任的嫌疑。而从 《大众传播》一文看来，他们只是界定了大众媒介

得以产生强大影响力的特定条件。这些条件可表述为：垄断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渠道 （ｃａ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补
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在 “垄断”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大众传媒中价值观、政策或公

共形象的扩散”。“渠道”意味着宣传只有为既存态度与价值观提供传播路径，才能取得最佳效果。“补

充”的观点认为 “媒介只有与面对面交流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才能取得最佳效果。而 “有限效果”

的结论是这样得出的：由于 “这三个条件很少能在出于社会目的的宣传中同时满足”，“媒介无法充分

展现社会权力常常归咎于此”。［２］（２８）因而，辩护者认为有限效果针对的是 “出于社会目的的宣传”，只

有在有限的条件下 （如威权政体中）才能获得强大的说服效果。因为 “既有的社会及心理机制会保护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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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免受大众传媒的直接影响，”［２］（３２）从而将影响力降至最低。

由此也可以接着解答其他的一连串批评了。

第一，有限效果论不是简单地将大众传播效果等同于人际传播效果，两者是一种复杂的交互性、综

合性的影响，大众媒介通常需要与其配合以取得更佳效果；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影响人际传播，

达到宣传目的。

第二，“有限效果”不等同于 “没有效果”或 “弱效果”，而是强调固有的社会及心理机制强大而

稳定的影响力，不轻易改变。

第三，拉氏没有忽视媒介的 “强化”作用，在对渠道的阐述中，他强调了只有为既存态度与价值

观提供传播路径，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即 “正向强化”的效果往往大于 “反宣传”或灌输新观点。

第四，效果研究不只关注短期的个人态度改变，也并非缺乏历史性视野。吉特林在文章中多次批评

拉氏的媒介效果研究只注重短期的、局部的、表面的说服效果，忽视了根植于社会制度层面的长期深

远影响。卡茨通过总结效果研究５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澄清：“（１）效果的特性———变化还是固化；（２）
影响的对象———意见或社会结构；（３）受影响之单元———个人、组群或民族等；（４）效果反映的时间
单位———短期还是长期；（５）产生效果的媒介因素———内容、技术、拥有权，以及接触的场景”。［４］潘
忠党则将媒介效果研究划分为７个类型：微观与宏观、变化与稳定、积累与非积累、短期与长期、态度
／认知／行为、离散一般型与内容具体型、直接效果与条件性效果。若将此构建一个矩阵，可以得到 １９２
种类型的媒介效果。可见，媒介效果研究实际上涵盖了广阔的研究范围。

（二）论争之二：如何看待行政型意识形态取向？

媒介效果研究最受诟病的是其研究的 “行政型”意识形态取向。所谓 “行政型”研究，突出的表

现便是以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的问题为导向，为利益集团提供服务。因而，拉扎斯菲尔德被描述为擅于

四处游说筹措研究资金的学术社交家。［３］（２３５）这里有几点值得探讨。

（１）“问题导向”产生的历史背景。从传播学学科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看，几大先驱人物拉扎斯菲
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勒温，对媒介的学术考察多由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激发，由此也影响了传播

学的研究路径，使大众传播研究带有明显的应用特征，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积极的实践意义。

（２）接受资助不意味完全丧失学术独立性。拉氏接受商业和政府资助是事实，但不能以此完全质
疑其学术独立精神。对此，潘忠党认为，“在一个开放社会，研究资金的来源与研究的意识形态取向之

间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联”，他引用了罗杰斯的一段评价，罗杰斯认为，拉氏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

个经营模式，使得象牙塔式的大学和社会资金可以结合，既研究现实问题，又可培训研究者。［５］

（３）行政型研究不意味着成为现存体制的 “帮凶”。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开始，西方极权主义势力与商
业利益集团都利用大众媒介来达到控制信息、操纵舆论的目的，这使得媒介效果研究显得必要而迫切，

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有明确的应用目的———维护并健全民主生活方式，服务公共利益。［５］（１６）西蒙森

与韦曼指出，尽管人们总以为拉氏的研究议题来自他对市场营销的浓厚兴趣，但实际上，他领导的研

究所从事的传播效果研究几乎与商业毫无关系，而大多是关于教育类广播的受众、战时宣传、选举活

动以及种族宽容情况。［２］（２７）潘忠党也通过回顾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当时传播学者之间的关系来为之辩护，

指出这些学者出发点并非为了资助者的利益，不是为现存的体制或实践辩护，而是为了改造现存体制

或新闻实践。［６］

（４）媒介效果研究并非完全缺乏批判精神。吉特林等批评者指责行政型研究认可并服务于现存媒
介与社会体制，缺乏批判精神。但维护者指出，拉氏不止在一篇文章里表达了对现有体制的质疑和

批判。

《大众传播》一文在批判的基调中展开。开篇便指出，媒介研究的问题产生于社会变革的历史的、

具体的条件中：“人的注意力是在不断变化的，但这种变化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深受社会与经济需求变

迁的影响。”［２］（２４）研究目的是为了考察 “社会的权势利益或群体如何以新的方式，行使其社会控制”，

控制的重心已由直接的经济剥削转向经由传媒而实施的 “更加微妙的心理剥削”。［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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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的学术价值在于总结了大众媒介的三种社会功能：地位赋予、社会规范强制、麻醉作用。地位

赋予功能是指 “媒介能够提高其报道的政治事件、人物及群体的社会地位，无论报道取向正面与否”。

社会规范强制功能是指媒介能填补 “个人态度”与 “公共道德”之间的罅隙，避免偏离社会规范，维

护主流道德。而麻醉的负功能是指媒介通过提供肤浅 “产品”而使大众在政治上变得冷漠迟钝。默顿

甚至明确说道：“在某种程度上，大众传播或可被视为效果最为显著的社会麻醉品，甚至会让成瘾者完

全意识不到自己是个瘾君子。”［７］（１０６）他们进一步分析了大众媒介 “改革惰性”的成因———掣肘于商业及

社会体制等因素而更倾向于维护既存的文化及社会结构。其写道：“出于同样的原因，兼虑及当下的商

业所有权现状及社会控制因素，大众传媒无疑维护着既存的社会结构。商业组织试图通过传媒来对受

众进行虚拟 ‘心理垄断’……于是，创造出最强媒介效果的那些条件无一例外地反对变革，只一心一

意维护现行的社会及文化结构。”［７］（１１７
－１１８）总体上，该文的价值在于 “对美国传媒商业所有制、对所谓的

资本主义霸权，以及对反抗体制的批评如何被结构性消音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反思。”［２］（２６）

而在更早的一篇 “虽重要却常被忽视的”论文 《广播加诸公共舆论的效果》中，拉氏从自由主义

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角度对广播的商业化模式进行了批判。他写道：“既然大众传媒由根植于当下社会及

经济体制的巨大商业利益支配，那么它必然要竭尽全力维护这一体制……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程度

并不仅取决于 ‘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 ‘没说什么’。”他认为，媒体不但勉力维持现状，更时刻避

免触及针对社会结构的实质性问题。虽然，“媒体上偶尔也会出现针砭时弊的报刊专栏或广播节目，但

这实在只是杯水车薪，不可避免地要被巨大的顺从性内容淹没……既然大众媒介依赖商业资助，促使

人们不假思索地认同既有社会结构，那么在如此结构下我们绝不能指望大众媒介去促进社会变迁，哪

怕只是微小的变化。”［８］可见，“批判”与 “经验”并非势不两立的二元对立。

（三）论争之三：如何看待该 “主导范式”缺乏理论高度的问题？

吉特林认为，自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媒介效果研究成为媒介社会学研究的主导范式之后，整个媒介社
会学领域便对很多重要的、深层次的议题视而不见，缺乏真正意义的理论建构。他说，“过去三十年对

于大众媒介效果的系统研究鲜有提出理论，且缺乏前后一致的研究成果。”［３］（２０６）

的确，几十年来的媒介研究领域一直处于低层次运作，鲜有理论突破和创新。但能否归咎于拉扎斯

菲尔德？拉氏发展的诸如二级传播、意见领袖、人际网络、地位赋予、社会规范强制等，这些理论的

背后，是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动态、大众传媒的角色及其功能、媒介效果的形态及其产生方式等的

理论建构。其理论的辐射力、衍生力一直在传播研究领域发挥作用。如 “议程设置”理论便是 “公共

议题”的一个注脚；“沉默的螺旋”则与 “社会规范强制”观点一脉相承；“麻醉”的负面功能预示了

媒介 “意识形态霸权”批判，包含 “涵化理论”的基本元素；还有默顿曾声称 “贪腐之徒之所以惧怕

传媒的讨伐，是因为他们明白传媒可对选民产生影响”———这简直就是第三人效果论的原版；最后，

默顿写道：媒介能 “增进公共身份的再认同”并普及社会规范，已隐约透露出凯瑞 “传播仪式观”的

影子［７］（１０３）。以至于西蒙森和韦曼认为这篇论文甚至可以 “置于一个更长的思想序列中”，从涂尔干到

库利，再延续到凯瑞、戴扬、卡茨，“其主旨在于探索传播在建构与维系群体道德—政治生活中扮演了

何种角色”。［２］（３１）

即使这种评价有拔高之嫌疑，但是否后来者往往为 “具体假设或概念所吸引，而忽略了他们更高

层次的理论框架”？［５］（５）潘忠党举例说，后人只言片语引用信息的 “二级流动”、“舆论领袖”等概念，

“却忽略这些概念如何表述了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以及社会行动所必需的信息资源之扩散形态”；后

人津津乐道于 “选择接触”，却忽略了其表述的是 “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建制之间，由主体控制的

互动如何产生”，［５］（１３）等等。西蒙森和韦曼也痛心地说，拉氏等人的学术深度 “在１９４８年之后的美国媒
介研究中几乎毫无体现。最近二十年间，情况似有所改善，但随着狭隘的、以研究领域细分为标志的

亚学科日渐崛起，媒介研究又走上了回头路”。［２］（３３
－３４）媒介效果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没有得到长足发展，

有着复杂的学术体制和学术生产环境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个别学者。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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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越经验主义的媒介效果研究

在传播学经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这场曾经甚嚣尘上、旷日持久的学术对话似乎在日渐达成的共

识中归于平静，而拉氏学说的地位和影响力似乎在论争中越发淬炼为经典。今天我们再次聚焦于这场

对话，关注重心从孰是孰非、是否为拉氏 “翻案”转移到双方所共同关怀和为之努力的共通点上。通

过以上论述我们发现，为辩护者所特别强调的、多次重申的观点，其实蕴含了讨论各方的学术共识。

这便是，将研究置于宏观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视域内，并对现存体制进行必要的反思与批判，以完善舆

论体制、推动社会的民主进步，这也是媒介效果研究领域研究者们的学术目标和动机，并非为批判学

派所专有。由此可见，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之间的对立和分野似乎没有那么根深蒂固、不可调和。

潘忠党曾描述了媒介效果研究在元理论 （ｍｅｔ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层面的基本特征：“媒介效果研究……
是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语言和逻辑而建构的关于媒介的社会角色和影响之全景的话语。”［５］（１９）它具有：

（１）明确的价值取向，即民主生活的基本原则；（２）极强的应用和批判倾向；（３）有高抽象层面的宏
大理论，即反映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动态的结构功能主义。［５］（１９）

民主价值取向、实证与批判相结合、宏大理论，这些特征的揭示，说明媒介效果研究领域本身相对

广阔的学术视域。但由于学术科层制、社会需要等现实原因，该领域的理论深度、广度长期得不到挖

掘和升华，才在 “实证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窄。我们认为，正是媒介效果研究这种关怀与干预社会

的强烈愿望和入世特征，使其知识资源成为能有效指导民主参与的 “公民话语”，为民众提供分析和评

价媒介控制和力量的基本框架，从而促进公共领域的建构。

实际上，“个人影响”、“意见领袖”等理论，与 “公共领域”有着一脉相承的理论交集。卡茨曾

对此进行了阐释。他认为，该理论与旨在重新区分受众影响力的 “使用与满足理论”、伯明翰学派的

“抵制理论”等是一致的，都属于 “积极受众”的理论体系。“人际影响”理论为重新恢复参与式民主

社会的努力提供了理论支持，用以帮助其抵抗不断增长的异化、批判新媒介的鼓吹者并阻止社会分裂；

而意见领袖的观念使人们重新聚焦于 “对话”，学术关注点由 “对话”到 “协商”，再到 “辩论”的演

变，也为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滋养。［９］

可见，以 “个人影响”为代表的媒介效果理论，与公共领域理论一样，都关怀公众话语的参与能

力和作用。而正是这种内在联系，使我们得以展望这一可能———媒介效果研究突破既有局限，获得新的

学术生长点。这不仅是该领域特色和学术优势，也能从根本上有效推动在更高层面上的理论建构。

参考文献：

［１］ＨａｌｌＳＴｈｅ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Ｍｅｄｉａ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Ｍ］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ｔｈｕｅｎ，１９８２：５６

［２］【美】伊莱休·卡茨等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５－１６

［３］ＧｉｔｌｉｎＴＭｅｄｉ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Ｊ］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１（６）

［４］ＫａｔｚＥ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ｓｍａｐｏｆｍｅｄｉａ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１（３）：２７８

［５］【美】简宁斯·布莱恩特，道尔夫·兹尔曼 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 ［Ｍ］石义彬，彭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９：１５

［６］ＭｃｌｅｏｄＪＭ，ＫｏｓｉｃｋｉＪＭ，ＰａｎＺＯ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ｍｅｄｉａｅｆｆｅｃｔｓ，Ｍａｓｓ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Ｌｏｎｄ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Ａｒｎｏｌｄ，１９９１：２３９－２４０

［７］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ＰＦ，ＭｅｒｔｏｎＲ Ｋ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ｔａｓｔｅ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Ｒａｗ，

１９４８：９６

［８］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Ｐ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ａｄｉｏ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Ｐｒｉｎｔ，Ｒａｄｉｏ，ａｎｄＦｉｌｍｉｎ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２：１０７－１０８

［９］ＫａｔｚＥＴｒｕｅＳｔｏｒｉｅｓＴｈｅ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Ｃ］ＣＡ：ＳａｇｅＰｕｂ，２００６：３１２
－３１３

６


	2014学报第1期_部分1
	2014学报第1期_部分2
	2014学报第1期_部分3
	2014学报第1期_部分4
	2014学报第1期_部分5



